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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在内生人口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口政策,将劳动力结构内生

化。 当生产技术表现为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和知识的外溢性时,人口政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程度。 如果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

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比较小或者替代性比较高,那么适度放松生育率限制,可以提

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技能比,促进经济增长。 但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持续深

入,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不断增强,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逐渐

由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
关 键 词摇 人口政策摇 劳动力结构摇 经济增长

一摇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
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推行了计划生育

政策。 限制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加上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短期内

经历了显著的人口转型,总和生育率由 60 年代末的 6 左右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1. 6。
同时,收入的提高、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人均预期寿命从 1978 年的 66. 5 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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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10 年的 73. 3 岁。淤 短期内的这些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根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接近 1. 78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
26% ,而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8. 87% ,超过了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中国已

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在人口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现有趋势下,可以预计,中国的

老龄化程度还会逐步加深。
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利用内生人口增长的模型框架,来分析人口政策和经济

增长的关系,为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与其他相关研究所不同的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人口政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劳动力结构是指参与生产的劳

动力并不是同质的,在教育背景、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上是不同的,而人口政策会直接

影响劳动力结构的形成。 Becker 和 Lewis(1973)指出,家庭的生育行为表现出数量

(生育率)和质量(教育,人力资本)的替代关系。 Becker 等(1990)将这一关系引入到

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析中。于 因此,人口政策在限制生育率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到父母

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而教育和能力又直接决定了劳动力的技能。 本文将劳动力结构定

义为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比重,通过在内生人口增长模型中引入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

系和人口政策,将劳动力结构内生化。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口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和劳动力结构,进而影响经济

增长。 在分析劳动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本文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假设。 第一个

假设是:资本与技术工人(或者技能)的互补性大于与非技术工人的互补性,即资本更

偏好于雇佣技术工人,资本积累提高了技术工人的边际生产率。 这一假设来自于

Griliches(1969)、Stokey(1996)、Goldin 和 Katz(1998)以及 Krusell 等(2000)的研究。
Griliches(1969)首先提出了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并且讨论了如何进行实证的检验。
Stokey(1996)利用资本与技术工人互补的生产函数分析了贸易对于资本积累的影响。
Goldin 和 Katz(1998)发现美国早在 20 世纪初资本与技能就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Krusell 等(2000)通过引入资本和技能的互补性,利用可以测量的生产要素的变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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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这里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均预期寿命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是指假设一个妇女在度过育龄期(通常取 15-44 岁或 15-49 岁)时,按照

当年每个年龄别的生育率进行生育,其所能生育的孩子总数。 下文中的生育率均为总和生育率。 关于当前中国

人口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一直存在着争议。 政府口径为 1. 8,但学者们公认的数据较低。 从近 20 年看,绝大

多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均处于 1. 3 ~ 1. 5 之间(郭志刚,2012)。
之后,内生人口增长理论被 Galor(2005)经济学家引入到了长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发展成为统一增长

理论(Unified Growth Model)。 如今,内生人口增长理论和统一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人口转型、不平等演化和公

共政策分析等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和重要的影响。



释了美国 80 年代以来技能溢价显著上升的趋势。
第二个假设是:劳动生产知识不断积累,并具有外溢性,于是生产技术表现为规模

报酬递增。 这一假设来自于 Arrow(1962)和 Romer(1986)的研究。 Arrow(1962)提出

在生产和投资的过程中新的知识会被发现,即“干中学冶( learning by doing),于是生

产可能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增。 Romer(1986)引入了知识这一状态变量,使得满足资本

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同时可以表现为全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保证了经济长

期的稳定增长。
在资本与技能互补和存在知识外溢性的假设下,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技能比(单位

技术工人拥有的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于是,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程度。 如果相对于劳动力结构,人口政策更多

的促进了资本积累,那么高的资本技能比就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又取决于生

产的技术结构。 分析表明,当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程度较低或者

替代性较高时,放松生育率的限制有利于提高资本技能比,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关于劳动力结构和工资差异的许多研究表明,技术也同样表现出与技能的互补

性。 这一方面的贡献主要来自于 Autor 等 (1998)、Acemoglu (1998、2002)、 Caselli
(1999)、Galor 和 Moav(2000)以及 Aghion(2002)。 这些研究都指出,生产中存在着持

续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扩大了对于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 Zhang 等

(2005)、宋冬林等(2010)、Liu 等(2010)的研究发现,中国同样存在着技能偏向型的技

术进步。 于是,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分析表明,当技术

进步表现为技能偏向型时,可能存在着高劳动力结构与低劳动力结构两个均衡,经济

会位于哪种均衡取决于家庭对于技能溢价的预期。 但是,与技术结构外生的情形一

样,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 在劳动力中技

术工人的比例不高,并且家庭预期技能溢价会下降时,放松生育率的限制有利于提高

资本技能比和经济增长率。
Goldin 和 Katz(2008)在解释 20 世纪美国工资结构的长期趋势时提出了“技术与

教育的竞赛冶的机制。淤 类似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分析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时,有必要考虑资本与教育竞争的机制。 资本与教育的相互竞争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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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Goldin 和 Katz(2008)指出,美国从 1910 年左右开始的高中运动使得高中入学率从 1910 年的不到 20%
增加到了 1940 年的 73% ,导致技术工人供给的迅速增加。 尽管同时技术进步使得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也在增

加,但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影响更大,于是技能溢价仍然下降了。 而从 1980 年起技术工人供给增速的放缓使得技

术进步的影响逐渐显现,结果技能溢价开始不断上升。 参见 Acemoglu 和 Autor(2012)对这一机制的进一步讨论。



性的影响,在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性较小或者替代性比较高时,
放松人口政策会使资本在与教育的竞争中积累得更快,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显著提高,每 10 万人中具有高中和大学文

化程度的由 1982 年的 7221 人上升到 2010 年的 22962 人,增长 2. 2 倍。 与此同时,中
国的投资率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呈上升趋势,年均投资率从 1980 年代的

35. 2%提高到 21 世纪前 10 年的 42. 2% 。淤 资本与劳动力结构是否匹配将直接决定

中国人口政策的影响。 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仍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如果这一时期非技术工人劳动对生产的

影响很重要,而人口政策又使技术工人比重大幅提高,就会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

不匹配,阻碍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持续深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流动性和竞争性不断增强,技术工人对非技术工人劳动的替代性逐渐提高,放松人口

政策可以通过扩大资本技能比,转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部分首先回顾了关于人口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第三

部分建立基本模型并求解;第四部分引入人口政策,并分析人口政策的影响;第五部分

讨论了不同生产技术下人口政策的影响;第六部分给出总结。

二摇 文献回顾

中国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学界开始对人口政策进

行反思,而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并且主要关注以下三

个要素的变化:劳动力的数量(人口红利)、储蓄率(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质量

(人力资本积累)。 这一部分我们将依次进行回顾和分析。
(一)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可以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 而老龄

化使得年轻劳动力的增长率开始放缓,单位劳动力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由下降转为提

高。 于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也可能会随之放缓。 基于这一机制,如果中国

的生育率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很小,而限制生育率的政策效应很强,那么

人口政策很可能会由于导致短期内人口红利的消失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蔡昉(2010)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 他首先检验和论证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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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数据来自全国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判断,之后就应对这一趋势提出了政策建议。 他认为,中国可以

通过提高城市化率来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劳动参与率

来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其他研究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如于学军(2003)、蔡昉

(2004)、陈友华(2005)、王德文(2007)。 他们认为,适度放松中国的人口政策,有利于

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邹至庄(2005)和都阳(2003)的研究都

表明,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钟水映和

李魁(2010)的经验检验发现,中国人口红利的增加提高了省域经济增长,因此可以通

过促进人口红利充分流动、适时延长人口红利的存续时间来利用人口红利的经济效

应。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政策的关系,虽然这在人口政策分析中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却没能考虑人口政策对劳动力质量和结构的直接影响。 事实上,
正如 Becker 和 Lewis(1976)所指出的,家庭在决定生育率的同时也决定了劳动力的质

量水平,因此仅仅分析劳动者数量变化是不够全面的。 本文的不同之处是通过应用内

生人口增长模型,考察了人口政策对劳动力质量的直接影响。
(二)储蓄率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可能对社会的储蓄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因为,不同年龄

的人的储蓄行为是不同的。 年轻人会为了未来的消费进行储蓄,而儿童和老人多的家

庭往往消费率也越高。 所以,当经济中人口抚养比比较高时,储蓄率就会下降。 如果

人口政策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就会导致老人抚养比上升,而少儿抚养比下降。 当老人

抚养比上升的影响大于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影响时,储蓄率就会下降;反之则上升。 所

以,人口政策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
Modigliani 和 Cao(2004)分析了中国从 1953 年到 2000 年储蓄率的变化,发现人

口抚养比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 汪伟(2009、2010)的研究表

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储蓄率的变化。 钟水映和李魁(2009)得出,
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是促使居民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老年抚养负担对于储

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总抚养负担减轻带来的储蓄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快速下降的少

儿抚养负担导致的。 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的研究表明,少儿和老人的抚养比都与

储蓄率成负相关。 而且,经济增长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大于老人抚养比升高

的幅度,因此会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储蓄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特别是针对中国人口抚养

比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经验研究,但是却没能深入探讨储蓄率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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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关系。 而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分析家庭对储蓄率和劳动力质量的选择,指
出了二者的匹配关系对生产和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三)教育与人力资本

关于人口红利和储蓄率的研究本质上是关注于总量效应,但是,当考察生育率的

内生选择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如何在抚养小孩和教育小孩上分配资源,即
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关系。 Li 等(2008)利用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生育的数量和质

量的替代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一替代关系是显著的,并且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特别

明显。 他们的研究发现人口政策在限制生育率的同时,很可能会导致家庭在教育上投

入增加,而这又会进一步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
从现有对人口政策的分析看,人口政策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并没有明确结

论,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Rosenzweig 和 Zhang(2009)关于中国家庭的研究表明,多
生一个小孩会降低家庭所有小孩的学习成绩、上大学的可能性以及健康程度。 但是,
这种数量和质量替代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人口政策会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他们的

研究表明,一胎化的人口政策对于人力资本发展的贡献虽然存在,但作用却是有限的。
Qian(2009)的研究发现,对于已有一个小孩的家庭,如果再生育一个小孩反而会提高

第一个小孩的入学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认为教育具有规模效应或者家庭把学校作为

照看小孩的一种选择。
如果人口政策对于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很大,那么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在带来劳

动力供给数量上升的同时,可能会降低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 刘永平和陆铭(2008)
分析了这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他们发现,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产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

后代生存的必须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 陈昆亭等(2008)通过一个内生人力资本模型

指出,如果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允许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人力资本的

长期增长。
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的劳动力结构与储蓄的理论框架,关注人口政策对劳动力结

构的影响。 模型基于 de la Croix 和 Doepke(2003)的研究,他们首先将数量和质量的

替代关系引入到不平等的分析中,论证了生育率差异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演化的重要

作用。 刘永平和陆铭(2008)是国内利用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分析人口政策比较重要

的研究,但是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影响时,没有考虑不同技能工人在生产过程中

所使用的资本与技术是不同的,因此没能将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关系和人口政策

分析相结合。 事实上,人口政策不但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和结构,而且通过影响储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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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结构。 引入这一机制是本文模型的创新之处,对生育行为

理论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三摇 基本模型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内生人口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生育

率、教育和储蓄都是家庭内生决定的。 之后,通过对家庭最优化问题的求解,我们给出

了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替代关系,这一关系在人口政策的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模型的建立

在这一小节,我们将建立一个跨期迭代(OLG)模型。 在模型中,生产表现为资本

与技术的互补性和知识的外溢性。 个人生存三期,在第二期决定生育率、教育投入和

储蓄。 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随着时间动态演化。
1. 生产

假设参与生产的劳动力分为两类:非技术工人 ( unskilled labor) 和技术工人

(skilled labor)。 一个代表性的厂商雇佣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生产函数设为

Yt = A[姿 tLu
t + 姿 tLs

t + BK琢
t (姿 tLs

t) 1-琢] (1)

摇 摇 其中, Yt 表示总产出, K t 是物质资本, Lu
t 、 Ls

t 分别表示非技术工人数和技术工人

数。 姿 t 是劳动扩展型技术,假设对于所有的劳动力都是相同的。 A > 0 和 B > 0 是技术

参数,我们将 A 标准化为 1。
这里,两类劳动力对应的生产过程是独立的,其产出(中间品)加总后形成总产出

(最终产品)。 这意味着两种劳动生产出的中间品是同质或者完全替代的。 从形式上

看,生产函数(1)式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和线性生产函数的复合形式,与 Stokey
(1996)和 Krusell 等(2000)采用的生产函数类似。淤 这一类型生产函数分离了两种劳

动的生产过程,可以很好地刻画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关系。 具体来看,首先,非技术工

人劳动过程为线性生产函数,意味着非技术工人劳动的边际产出不受资本存量影响。
其次,技术工人劳动过程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意味着资本与技术工人的互补性

大于与非技术工人的互补性。 因此,技术参数 A和 B 分别表示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全

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工人生产过程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 A = 1 时,参数 B 度量了技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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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Stokey(1996)和 Krusell 等(2000)的研究中生产函数对应到(1)式时应为 Yt = A[姿tLu
t +BK琢

t (姿tLs
t ) 1-琢 ],

(1)式中还包含 姿tLs
t 的设定是借鉴了 Eicher 和 Turnovsky(2003)的设定,主要是为了处理技能溢价时计算的方

便,但并不改变资本与技术工人互补性的假设。 下文将放松这一设定,做进一步讨论。



人与非技术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决定了生产的技术结构,假设 B = 灼 > 0 为常

数。
由于存在生产知识的外溢性(Arrow,1962;Romer,1986),劳动扩展型技术伴随着

生产过程在不断积累。 假设劳动扩展型技术 姿 t 满足:

姿 t = k
-

t =
K t

Ls
t

(2)

摇 摇 这里,类似 Romer(1986)的研究,用 K
-

t 表示生产知识。 在均衡时,知识储量与物

质资本存量相同,即 K
-

t = K t 。 需要指出的是, 姿 t 取决于资本与技术工人数之比而不是

与工人总数之比。 这是因为资本与技术工人互补,“干中学冶发生在技术工人使用资

本从事生产的过程中。
用 wu

t 、 ws
t 分别表示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劳动报酬, R t 表示资本回报,厂商利

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给出:
wu

t = 姿 t (3)

ws
t = 姿 t + (1 - 琢)灼k琢

t 姿1-琢
t (4)

R t = 琢灼k琢-1
t 姿1-琢

t (5)

摇 摇 这里, kt = K t / Ls
t ,即资本与技术工人数之比,度量了资本与技能的比例。

定义 1 + 棕t 为技能溢价, w
-

t 为平均工资,由(2) ~ (4)式得到:

棕t =
ws

t

wu
t
- 1 = (1 - 琢)灼k琢

t 姿 -琢
t (6)

w
-

t =
wu

t Lu
t + ws

tLs
t

Lu
t + Ls

t
= 姿 t + (1 - 琢)灼k琢

t 姿1-琢
t xt (7)

摇 摇 这里, xt = Ls
t / (Lu

t + Ls
t) 为工人中技术工人的比例,本文用 xt 来度量劳动力结构。

2. 家庭

假设每个人存在三期:青少年期、年轻期和年老期。 在青少年期,个人接受教育。
在年轻期,个人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将其用于储蓄、生育和教育子女。 在年老期,个人

退休,收入来自于储蓄回报。 个人决策都是在年轻期做出的。
与 Becker 和 Lewis(1973)一致,假设父母具有利他主义(altruism)倾向,即因为关

心于子女的数量和收入,父母会为生育和教育子女进行投入。 为了将利他主义模型

化,我们借鉴 Ehrlich 和 Lui(1991)的设定,引入后代的陪伴 mt ,形式设为:

mt = n浊
t (Ew t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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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这里, nt 表示家庭的生育率, Ew t +1 表示子女的期望收入。 参数 浊 代表了相对于

子女的期望收入,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偏好程度。 为了保证家庭的生育率为正,进一

步假设 浊 > 1,即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偏好始终大于对子女期望收入的偏好。
利他主义体现在 mt 直接进入父母的效用函数,形式设为:

logmt + 茁logct +1 (9)
摇 摇 这里, ct +1 表示年老时的消费。 参数 0 < 茁 < 1 是时间偏好因子。淤

假设生育每个子女的成本是 vw i
t , v是常数。 上标 i表示家庭的类型, i = u 表示个

人是非技术工人, i = s 表示个人是技术工人。 教育成本由平均工资决定,当为每个子

女投入教育 et 时,支付的成本为 w
-

tetnt 。 于是,个人在年轻期的预算约束为:

st + vw i
tnt + etw

-

tnt = w i
t (10)

摇 摇 这里, st 是储蓄。
在年老期,个人退休,收入来自于年轻期的储蓄,于是有:

ct +1 = R t +1 st (11)
摇 摇 Maoz 和 Moav(1999)假设个人是否能成为技术工人取决于教育投入和学习能力,
而学习能力是个人与生俱来的,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我们借鉴他们的设定,即对于

每个小孩 j ,要成为技术工人,需要的教育投入 ejt 必须不小于 t j , t j 的形式设为:

t j = 滋 j仔 (12)
摇 摇 这里, 仔 > 0 是常数,对于所有的子女都相同。 滋 j 衡量了每个小孩的学习能力禀

赋,学习能力越强, 滋 j 越小,成为技术工人需要的教育投入越少。 进一步假设禀赋 滋 j

在投入教育前不可观测,并且在区间 [0,1] 上服从均匀分布。
当教育投入为 et 时,小孩成为技术工人的条件是 et逸t j,即禀赋 滋 j臆et / 仔 的小孩

成为了技术工人,所以成为技术工人的可能性为 籽t以et / 仔,其期望收入 Ew t+1满足:

Ew t +1 =
et
仔·ws

t +1 + (1 -
et
仔 )·wu

t+1 (13)

摇 摇 因此,家庭的最优化问题是:在预算约束(8)、(10)、(11)和(13)式下,通过选择

储蓄 st 、生育率 nt 和教育投入 et 最大化其效用(9)。

·08·摇期11第年3102摇*济经界世

摇 摇 人口政策、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这里的效用函数中没有年轻期的消费,这是因为即使引入后,log 形式的效用函数使得年轻时的消费和

储蓄之间的比例恒定为 1 / 茁,家庭在生育、教育和储蓄之间的权衡只有数量的变化,而不会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因此,为了计算的简便,我们没有引入年轻期的消费。 此外,如果将 log 形式效用函数改为更为一般的 CRRA 形式

效用函数,在消费和后代陪伴的替代弹性不会太高的假设下,本文的结论不会有本质改变。



3. 资本与劳动力的动态演化过程

假设每一期资本来自上一期储蓄,并且在期末完全折旧,即动态路径满足:
K t +1 = sut Lu

t + sstLs
t (14)

摇 摇 用 bi
t 表示类型为 i 家庭的子女中成为技术工人的比例,当家庭的数量很多时,由

大数定理可知 bi
t = 籽i

t = eit / 仔 ,于是下一期的非技术工人数和技术工人数分别为:

Lu
t+1 = (1 - bu

t )nu
t Lu

t + (1 - bs
t)ns

tLs
t (15)

Ls
t +1 = bu

t nu
t Lu

t + bs
tns

tLs
t (16)

摇 摇 由(15)和(16)式可知,劳动力结构的动态路径满足:

xt +1 =
bu
t nu

t(1 - xt) + bs
tns

txt

nu
t(1 - xt) + ns

txt
(17)

摇 摇 (二)模型的求解

求解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关于生育率 ni
t 和教育投入 eit 的一阶条件为:

茁(vw i
t + eitw

-

t)
sit

= 浊
ni
t

(18)

茁w
-

tni
t

sit
逸

棕t +1

棕t +1eit + 仔
(19)

摇 摇 (18)式表示提高生育率的边际效用损失等于边际效用改进。 (19)式表示投入教

育的边际效用损失不小于边际效用改进。 当教育投入为正时,(19)式取等号。 可以

看到,生育率增加了教育投入的影子价格,而教育投入增加了生育的影子价格,这体现

了 Becker 和 Lewis(1973)提出的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
由(18)、(19)式和预算约束方程(10)式,可以得到:

eit =

0, 当
w i

t

w
-

t

< 仔浊
v棕t +1

1
浊 - 1·(

vw i
t

w
-

t

- 仔浊
棕t +1

), 当
w i

t

w
-

t

逸 仔浊
v棕t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1

(20)

ni
t =

浊
(茁 + 浊)v, 当

w i
t

w
-

t

< 仔浊
v棕t +1

浊 - 1
茁 + 浊·(

棕t +1w i
t

v棕t +1w i
t - 仔w

-

t

), 当
w i

t

w
-

t

逸 仔浊
v棕t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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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可以看到,当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家庭由于面临的教育成本较高,就不会投入教

育,此时生育率达到最高,为 nmax = 浊
(茁 + 浊)v 。 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家庭逐渐增加教

育投入,生育率随之下降。 de la Croix 和 Doepke(2003、2004)、郭凯明等(2011)应用这

一机制分析了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当不平等程度加深时,意味着经济中相对收

入较低的家庭比重较大,这些家庭的教育投入低,生育率高,于是经济的平均教育投入

会下降,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此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 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公

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政策,降低家庭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差异,就可以减弱不平等对

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变人力资本水平和不平等的演化路径。

四摇 人口政策

在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人口政策,并重新求解家庭最优化问题,得出平衡增长路径。
之后通过比较静态,分析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人口政策的引入

假设政府实行限制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即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在选择生育率时受

到约束:

ni
t 臆 n

-
(22)

摇 摇 当(22)式取等号时,(18)式不再成立,由(10)和(19)式可以得到:

eit =
fw i

t

(1 + 茁)w
-

t

- 茁仔
(1 + 茁)棕t +1

, (23)

sit =
茁

1 + 茁n
-
w
-

t(
仔
棕t +1

+
fw i

t

w
-

t

) (24)

摇 摇 其中, f = (1 - vn
-
) / n

-
,由人口政策决定,人口政策越严格, n

-
越小, f 越大。淤 在生

育率受限制的情况下,可以证明,教育投入大于生育率不受限制时的情形,人口政策提

高了个人得到的教育投入和家庭的储蓄率。
(二)平衡增长路径

假设所有家庭的生育率都受到人口政策限制,即 ni
t = n

-
。 将(23)式代入(17)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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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当家庭的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仍然可能出现教育投入为零的角点解。 这里略去对这一特殊情形的讨

论。



得到:

xt +1 = bs
txt + bu

t(1 - xt) = f
(1 + 茁)仔 - 茁

(1 + 茁)棕t +1
(25)

摇 摇 将(24)和(25)式代入(14)式,可以得到

kt +1 =
茁仔( f棕t +1 + 仔)
f棕t +1 - 茁仔 w

-

t (26)

摇 摇 (25)和(26)式共同决定了劳动力结构 xt 与资本技能之比 kt +1 的动态路径。 平衡

增长路径下, kt = k
-

t 。 并且,劳动力结构 xt 、技能溢价 棕t 为常数,我们去掉下标 t 表示

平衡增长路径下的值。 kt 、 w
-

t 与人均产出 Yt / (Lu
t + Ls

t) 以固定速度增长,将增长率记

为 g 。 总产出 Yt 以 n
-
g 的速度恒定增长。 进一步求解,可以得到:

x = f
(1 + 茁)仔 - 茁

(1 + 茁)(1 - 琢)灼 (27)

g = 茁 [(1 - 琢)灼f + 仔] 2

(1 + 茁)[(1 - 琢)灼f - 茁仔] = 茁仔 [(1 - 琢)灼x + 1] 2

(1 - 琢)灼x (28)

(27)和(28)式分别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下的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率。
(三)比较静态分析

由(27)式,劳动力结构 x 与人口政策 f 是正向线性关系。 这是因为均衡时技能溢

价由技术决定,不受劳动力结构影响。 因此人口政策影响是单向的(见(23)式),即限

制了生育率,降低了教育的影子价格,从而促进社会向上的流动性。
虽然人口政策有利于劳动力结构

的上升,但由(28)式可以看到,经济增

长率 g 与人口政策却是非单调的关系。

当 (1 - 琢)灼f > (1 + 茁)仔 时, 鄣g / 鄣n
-
< 0

,人口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当 (1 -

琢)灼f < (1 + 茁)仔 时, 鄣g / 鄣n
-
> 0,人口政

策不利于经济增长;当 f = (1 + 茁)仔
(1 - 琢)灼 以

f* 时, 经 济 增 长 率 最 低, 为 g* =
(2 + 茁) 2茁仔 。

资本与技术工人数之比 k 度量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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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劳动力的结构匹配,其增长率取决于总资本存量 K t 的增长和劳动力结构 xt 的变

化,二者都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 首先,人口政策提高了每个家庭的教育投入和劳动

力结构 xt ,在数量上体现在 x 与 f 的正向线性关系((27)式)。 其次,人口政策通过影

响家庭的储蓄改变了经济的资本积累。 具体来看,一是人口政策通过减少家庭在养育

子女上的花费,直接提高了每个家庭的储蓄率;二是人口政策提高了劳动力结构 xt ,

更多比例的工人获得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经济总产出和 w
-

t 上升,从而提高了每个家

庭的工资收入。 这两种对于储蓄的效应在数量上体现为总资本存量与人口政策 f (或
者 x )的正向的二次关系((28)式的分子部分)。

因此,随着 f 的上升,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比例都会上升,这是否有利

于经济增长取决于二者的匹配。 图 1 给出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结构匹配与人口政策的

关系。 给定人口政策 f ,将唯一决定劳动力结构 x ,曲线 K t +1 / w
-

t 与直线 g*x 的比值决

定了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大小。 如图 1,当 f < f* (即 x < x( f*) ,其中 x(·) 是由(27)

式确定的 x 关于 f 的函数关系)时,随着 f 的上升(即 n
-
的下降),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

比例相对于资本存量有更快的上升。 这时,技术工人相对资本来说是过剩的,于是适

度放松人口政策,降低劳动力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 当人口政策 f > f* 时,资本存量

相对于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比例上升更快,这时限制生育可以更快的提高资本积累,
带来资本技能比的上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五摇 进一步讨论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分情况讨论不同的技术结构和特点下人口政策的影响。
(一)技术差异与人口政策

上一部分的分析表明,人口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人口政策是否有利于

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边界条件是 (1 - 琢)灼f = (1 + 茁)仔 。
决定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生产率差异的参数起着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当 灼 的

值较小时, (1 - 琢)灼f < (1 + 茁)仔 ,此时应该适度的放松人口政策。 而当 灼 的值较大

时, (1 - 琢)灼f > (1 + 茁)仔 ,限制生育率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这是因为,在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比较小时,限制生育率的

人口政策虽然提高了劳动力结构,扩大了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比例,但是技术工人的

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于是对于总产出的促进作用比较小,资本积累的增长较慢。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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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高劳动力结构会带来资本技能比下降,技术工人过度供给,不利于经济增长。 因

此,适度放松生育率的限制,有利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提高单位技术工人的资

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将以上的分析总结如下:

结论 1: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而这又取

决于生产的技术结构。 在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劳动的生产率差异比较小时,适度放

松对生育率的限制,可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技能比,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人口政策

1. 平衡增长路径

如果存在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那么模型中技术差异的参数 B 将随着劳动力

供给的变化而变化,当技术工人的相对供给增加时, x 上升,将带来技术工人使用技术

的改进,于是 B 上升。 本文略去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技术性细节,而简单的假设为:

B = 灼x渍 (29)

摇 摇 这里, 渍 > 0。 重新求解平衡增长路径,可以得到下式:

x + 茁
(1 + 茁)(1 - 琢)灼x渍 = f

(1 + 茁)仔 (30)

g = 茁仔 [(1 - 琢)灼x1+渍 + 1] 2

(1 - 琢)灼x1+渍 (31)

摇 摇 2. 比较静态分析

由(30)式可知,在存在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时,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中技术工人

比例低和比例高两种均衡。 对于劳动力中技术工人比较低的均衡, f 的下降会提高劳

动力结构;而对于劳动力中技术工人比较高的均衡, f 的下降会降低劳动力结构。
这是因为在(29)式的假设下,厂商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向上,也就是说,如果劳动

力中技术工人的比例较高,那么厂商接受的相对工资率也会越高。 劳动力市场向上的

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使均衡可能有多个。
从经济含义看,政府放松生育率的限制后,生育率的提高会使家庭倾向于减少教

育投入,但是如果家庭预期下一期技能溢价上升,那么投入教育的激励会同时提高,甚
至强于生育率提高的影响,最终将使劳动力结构上升。 当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时,技能溢价与劳动力结构 x 正相关。 于是,下一期技能溢价随之上升,预期实现。 如

果家庭预期下一期技能溢价下降,那么将进一步促使家庭降低教育投入,于是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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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下降,技能溢价随之下降,预期也可实现。 所以,人口政策调整后对于劳动力结构

的影响取决于家庭对于技能溢价的预期。
将人口政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总结如下:

结论 2:在技术进步外生的情况下,限制生育率的人口政策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中

技术工人的比例。 但是,如果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人口政策可能提高也可能降

低劳动力结构。 当家庭预期技能溢价较高时,限制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将使家庭增加教

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结构和技能溢价。

虽然引入技能偏好型的技术进步后,改变了人口政策对于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但

是,由(31)式,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仍然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二者的关系

见图 2。 给定劳动力结构 x ,曲线 K t +1 / w
-

t 与 g*x1+渍 的比值决定了经济增长率的相对

大小。 所以,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结构的关系同样是非单调的。 比较图 1,图 2 中只

是曲线 g*x1+渍 发生了变化,而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结构的关系没有本质的改变。

图 2摇 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下资本

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

当劳动力结构 x < [x( f*)] 1 / (1+渍)

时,提高劳动力结构的人口政策会使得

资本存量相对于技术工人的供给增长较

慢,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技能比,于
是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劳动力结构 x >
[x( f*)] 1 / (1+渍) 时,提高劳动力结构的人

口政策会使资本存量相对于技术工人供

给更快的增长,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本

技能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如果放松人口政策对生育率

的限制,并且家庭预期技能溢价下降,那
么就会使家庭降低教育投入,于是劳动

力中技能工人比例下降。 当劳动力中技术工人比例不高于某一阀值时,资本技能比会

逐渐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总结如下:

结论 3:在存在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的经济中,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取

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 当技术工人的比例较低,并且家庭预期技能溢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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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适度放松对生育率的限制,可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技能比,促进经济长期增

长。

3. 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工业化早期,技术进步使厂商更加偏好雇佣非技术工人,如英国早期的纺织业

(Mokyr,1990;Goldin 和 Katz,1998)。 O爷Rourke 等(2007)指出,国际贸易分工会使一

些国家从事较为低端的生产活动,其技术进步表现为非技能偏向型。 因此,一个国家

在特定发展阶段或特定产业内,可能存在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当存在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可以得到 渍 < 0( 渍屹- 1),并且(30)和(31)式

仍然成立。 此时只存在一个均衡点。 但人口政策的影响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仍然取决

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如果 渍 提高,技术进步将降低厂商对非技术工人的偏好

程度,人口政策更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随着厂商对非技术工人偏好程度降

低,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的降低作用也相对变弱。 于是教育的边际回报上升,人口政

策使劳动力结构相对资本更快程度提高,降低了资本技能比,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与人口政策

前文中假设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生产的中间品是完全替代的,且技术工人的部

分劳动与非技术工人是同质的。 这里放松这两个假设,将生产函数假设为更一般的情

形:
Yt = A {(姿 tLu

t ) 滓 + B [K琢
t (姿 tLs

t) 1-琢] 滓} 1 / 滓 (32)
摇 摇 其中, 滓 臆1,其他参数与变量的解释不变。 1 / (1 - 滓) 衡量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

工人的替代弹性, 滓 = 1 即是前文中的情形, 滓 越小,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

性越小。 进一步假设 滓 > 0,即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都不是不可或缺的。
重新求解平衡增长路径,可以得到:

x + 茁
(1 + 茁)棕 = f

(1 + 茁)仔 (33)

棕 = (1 - 琢)B驻1-滓 - 1 (34)

g = 茁( f棕 + 仔)
(1 + 茁)棕 ·(驻滓 + B) (1-滓) / 滓·[驻滓 + B(1 - 琢)] (35)

摇 摇 这里, 驻 以 (1 - x) / x 。
可以看到,平衡增长路径下的解唯一,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非单调的,

并且受参数 滓 的影响。 由于方程的复杂,这里通过数值模拟给出不同 滓 取值下人口

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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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期为 25 年, 茁 = 0. 99100 ,这意味着每一季度的时间偏好因子为 0. 99。 方程

(33)到(35)式表明,决定生育成本的参数 v 只有通过影响 f 才能影响经济,如果我们

直接关注 f 的变化, v 的取值并不影响数值模拟的结论,这里我们取 v = 0. 05。 对于生

产函数(32)式和劳动力形成方程(12)式的参数,由于缺少直接的经验研究,我们选取

适中的值, 琢 = 0. 65, B = 5, A = 10, 仔 = 1。 在一定范围内改变这些参数,进行敏感性

分析,只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大小,对于结论没有本质的影响。
表 1 给出了不同的 滓 取值,即不同的替代弹性下,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人口政策直接决定了生育率,并且模型中每个个体代表了一个家庭,所以生育率

为 2n 。 根据郭志刚(2012)的研究,当前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在 1. 3 ~ 1. 5 左右,低于

2. 1 的更替水平。 基于此,表 1 中 n 取值 0. 7 ~ 1. 1,即生育率从 1. 4 增长到 2. 2,从当

前生育率水平增长到更替水平左右。

摇 表 1 不同替代弹性和人口政策下的年经济增长率 %

n \滓 0. 9 0. 7 0. 5 0. 3
0. 7 6. 97 6. 44 6. 20 6. 03
0. 8 7. 17 6. 10 5. 72 5. 44
0. 9 7. 44 5. 86 5. 28 4. 96
1. 0 7. 75 5. 68 4. 92 4. 50
1. 1 8. 10 5. 55 4. 62 4. 10

从表 1 可以看到,适度放松

人口政策的限制,经济增长的变

化方向取决于 滓 的大小。 在 滓
取值比较大,即技术工人与非技

术工人劳动替代性较强时,放松

人口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而随着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

劳动替代性逐渐降低,放松人口

政策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随着 滓 下降,劳动力供给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在增

加((34)式)。 当人口政策限制了生育率时,技术工人的比例增加,技能溢价下降。 而

这会降低家庭投入教育的激励,储蓄和资本积累随之上升,于是有利于提高资本技能

比,促进经济增长。
图 3 给出了在生育率为 1. 4 时,不同 滓 取值下,放松人口政策后经济增速的变化

情况( 鄣g / 鄣n
-
)。 可以看到,随着 滓 下降,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 Liu

等(2010)的研究表明,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为

2. 11,这意味着 滓 取值为 0. 53。 当时放松人口政策会抑制中国经济增长。 但是,由于

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取决于劳动力市场黏性,当前人口政策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改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壁垒和部门分割,劳动力配置受计划

因素影响较大,于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较低。 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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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不同替代弹性下人口政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n=0. 7)

续深入,劳动力的地域和部门分割

正逐步减弱,公有经济对劳动力进

出的限制也逐渐放松,中国劳动力

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在不断增

强。 这意味着当前中国技术工人和

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会高于 1990
年代,放松人口政策可能会转为促

进中国经济增长。 因此,进一步分析

当前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
必要对中国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的替代弹性做深入的实证研究。

结论 4:人口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劳动的替

代弹性。 随着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竞争性不断增强,技术工人对非技术工人劳动的替

代性逐渐提高,放松人口政策可以通过扩大资本技能比,转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六摇 结论

本文在内生人口增长框架下建立了人口政策分析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劳动力

结构和经济增长内生化。 人口政策通过直接限制生育率,影响家庭的教育投入和储

蓄,进而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和资本积累。 而在生产技术表现为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和

知识的外溢性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技能比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分析表明,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是否有利于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匹

配。 如果相对于劳动力结构,人口政策更多的促进了资本积累,那么高的资本技能比

就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 而这又取决于生产的技术结构。 当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

人劳动的生产率差异较低或者替代性较高时,放松生育率的限制有利于提高资本技能

比,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当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可能存在着高劳动力结构与

低劳动力结构两个均衡,经济会位于哪种均衡取决于家庭对于技能溢价的预期。 但

是,与技术结构外生的情形一样,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取决于资本与劳动

力结构的匹配。 在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比例不高,并且家庭预期技能溢价会下降时,
放松生育率的限制有利于提高资本技能比和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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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对劳动力结构和人口政策进行分析时,有必要考虑资本与教

育竞争的机制。 资本与教育的相互竞争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技术工人与

非技术工人劳动的生产率差异性较小或者替代性比较高时,放松人口政策会使资本在

与教育的竞争中积累更快,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创

新能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仍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如果这一时期

非技术工人劳动对生产的影响很重要,而人口政策又使技术工人比重大幅提高,就会

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结构的不匹配,阻碍经济增长。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

中国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较低,在当时人口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

是,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持续深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不断增强,技术

工人对非技术工人劳动的替代性逐渐提高,放松人口政策可以通过扩大资本技能比,
转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因此,分析当前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必要对中国

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替代弹性做深入的经验研究。 要从更加全面综合的角度分

析人口政策的增长效应,不仅要考虑总量因素,而且应当考虑劳动力的结构与生产技

术的特点。
本文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首先, 如果存在家庭养老的生育动机, 那么收入

上升可能导致家庭逐渐偏向教育, 人口政策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其次, 本文的模

型不但可以讨论生育政策在城乡间的不同影响, 而且可以分析城镇化过程中收入不

平等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最后, 如果人力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性, 那么本文模型

中就会存在动态调整路径, 此时就可以分析劳动力结构提高过程中人口政策影响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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